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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下性自主权的演变与刑法保护

陈可倩*　 郑怡宁**

　 　 【内容摘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性权利观产生了显著变化，性自主权也面临着新风险。
网络的传播效应促使性别平等观念不断强化，重构了性自主权的内涵；网络的平权效应使权力差距得到
弱化，提升了被害人维护性自主权的能力，强化了刑法对性自主权的保护作用。但是，网络在交流方式
上的异化，产生了新的性犯罪方式；网络对性犯罪外部诱因与内在动机的强化，扩张了性犯罪的范围。
我国的刑法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通过对性犯罪罪名的修改与增加、性犯罪行为的扩张解释以及性犯罪
法定刑的提高等方式，更加周全地保护了性自主权。然而，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性犯罪刑
法规制的局限性也逐渐凸显。对此，应深入研究性犯罪在网络环境下的演变及其规律，以完善我国性犯
罪的刑法防治体系。
　 　 【关键词】　 网络时代　 性自主权保护　 强制猥亵罪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共犯的处罚根据研究”（项目编号：２２ＰＪＣ０６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陈可倩，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 　郑怡宁，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①　 刘艳红：《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载《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２４年第６期，第
１１０ － １１２页。
　 　 ②　 对于何为性犯罪保护的法益，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有观点认为，性犯罪保护的法益是性自主权，此外，还存在
人格尊严说与性羞耻心说等。本文采用性自主权说，并在同等意义下使用“性犯罪法益”与“性自主权”两个词语。关于
性犯罪保护法益的讨论，分别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６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１３２页；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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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网络时代，社会结构的层次呈现多元化和弥散化，①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性犯罪，已经成为网

络时代犯罪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当１９９７年刑法确立我国性犯罪的刑法体系时，中国社会刚开始步入
网络时代。然而，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我国网民数量激增，互联网开始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重大
影响。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性权利观念逐步发生转变，性犯罪的形式亦持续变化，前网络时代的刑法规
制逐渐难以周全地保护性自主权。②为了有效回应实践的新需求，立法机关通过历次的修法活动，加之司
法机关的相关解释，不断更新着我国性犯罪的刑法规制。总体来看，在网络时代，性犯罪的法益有何改
变？这些变化又对刑法规制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这种趋势下，未来的立法又将沿着何种路径进行？这
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性犯罪刑法规制的研究多在微观与中观层面进行。在微观层面，学界主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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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个罪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对于新增设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学界主要从该罪保护的
法益内容，以及“照护职责”的具体内涵展开研究；①对于“隔空猥亵”的研究，多聚焦于对“猥亵”这一构
成要件要素的探讨。② 在中观层面，学界主要关注“性自主权”的内涵与外延。一些学者对性自主权的内
涵进行了重新审视，还有一些学者对男性性自主权的保护现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③ 这些研究丰富了我
国性犯罪刑法体系的理论，也为性犯罪治理的司法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不同于以上研究，本文在宏观层面对网络时代性犯罪法益及刑法规制的变化原因进行探讨。不局
限于性犯罪中个罪或者性自主权的静态研究，本文以网络时代为讨论背景，通过观察网络对性自主权保
护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总结和梳理此种影响在刑法规制变革中的具体体现和变化规律，并对我国性
犯罪刑法体系进一步完善提供相关的建议。

二、网络时代下性权利观念的演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人类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虽然“网络时代”一词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与认同，但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社会各界对“网络时代”这一概念存在多种理解与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网络技
术出现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工具，更在于开创了新的社会运行方式。它迅速
打破民族、地域和学科的各种边界，去除了传统社会中心化的特征，使得社会结构网络化。它改变了集
体事务的参与方式，正如托勒夫所言，“通信技术方面引人注目的进展，为公民首次参加政治决策工作开
辟了更多的可能性”，④促使公共参与直接化。它将人们的行动由线下的物理空间扩展至线上的网络空
间，推动了人们从客观世界走向主观世界，致使空间概念重构。⑤ 基于上述特征，本文将“网络时代”界定
为一个由网络技术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而导致人类互动方式和空间概念发生转变的新时
代。１９９４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辟了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和机制，正式宣告了国内网络
时代的到来。⑥

步入网络时代后，人们的性权利观出现极大转变。性犯罪起源于无网络的时代，但延续、演变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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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负有照护职责性侵罪保护法益的探讨，参见付立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与犯罪类型》，载
《清华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７２ － ８６页；姜瀛：《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法益追问与适用边界———“不被诱骗的性自
决权说”之提倡》，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第８２ － ９７页。对于“照护职责”具体内涵的探讨，参见赵冠男：《中德负
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中“照护职责”之规范比较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６６ － ８１页；杨金彪：《负有
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构成要素比较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２第３期，第３８ － ５１页。

参见张杰：《“隔屏猥亵”儿童行为的入罪疑义与理论证成———兼论价值判断在性侵儿童犯罪中的刑法教义学贯
彻》，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２期，第７２ － ８０页；冯明昱、张勇：《网络空间视域下猥亵儿童罪的法教义学检视》，载《四川
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３６ － ４３页。

对性自主权的讨论与批判，参见王凤民：《性自主权的法理思考与现实考量》，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６１ － ６４页；李波：《性自主权的解构与猥亵概念的重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
６９ － ８２页。对男性性自主权保护现状的反思与批判，参见魏昌东、赵轩：《论男性性自主权之刑法保护》，载《法治论丛（上
海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１２ － １８页；刘仁文：《论我国刑法对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行为的平等规制》，载《环球
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第５ － ２１页。

［美］阿尔文·托勒夫：《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４７页。
对于网络社会特征的观察，参见张康之：《论社会的网络结构》，载《理论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７２ － ７７页。
方兴东、何可、钟祥铭等：《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３０年：演进趋势与格局展望》，载《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４年第

４期，第４５ － 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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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时代。因此，人们对性犯罪和性权利的认识，在网络时代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前网络时代，性犯
罪的定义长期受到男性视角的限制，且物理世界中巨大的权力差距又制约着性犯罪刑法的适用。在网
络时代下，性别不平等问题与权力不平等问题都有所改观，这主要归结于网络的传播效应与平权效应。

（一）网络的传播效应：性别平等的强化
网络的传播效应是指网络在信息传播便捷化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通过网络对性别平等观念的

宣传，以“夫权”为核心的性权利观受到冲击与更替，从而使得男性的性自主权受到更多关注，女性的性
自主权内涵得以重塑。

在信息封闭的前网络时代，人们对性犯罪的理解长期受限于男性中心视角，性犯罪刑法保障的主要
是男性的夫权。① 事实上，无涉夫权的性侵行为始终存在，如丈夫对妻子的性暴力，男人对男人的性暴
力。１９８７年，英国学者莉兹·凯利（Ｌｉｚ Ｋｅｌｌｙ）在文章中揭示了这一现象。她指出，大部分女性在一生中
都遭受过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只不过很多性暴力会被男性视为无伤大雅的玩笑，而非被视为犯罪。② 事
实上，不仅一些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未受刑法的评价，一些男性遭受的性暴力也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戏谑行
为，而非侵犯法益的行为。总之，在相对保守闭塞的社会，男性中心主义的性权利观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网络时代后，女性主义兴起，性别平等的性权利观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来，新社会运动席卷欧美国家，群众的主要诉求从经济问题转移到女性权利、工作伦理等社会问题中，③
以“性别平等”为宗旨的女性主义运动也在新社会运动中崭露头角，日渐兴盛。２１世纪后，随着数字媒
体的日渐普及，“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开始以网络为阵地开展运动，从而对性别平等观念进行前所未有
的广泛宣传。④ 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对男性中心主义刑法规制的批判也受到广泛传播，⑤性犯罪刑
法规制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日渐受到重视。

女性主义思潮促进男性性权利受到关注。在女性主义理论对“阳刚之气”等概念的解构与批判下，
男性在性侵中“唯恐当受害者”的观念得到改变。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男性之所以倾向于
对被性侵的经历保持沉默，与霸权男子气概（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的影响息息相关。在这种规训之下，
合格的男性不能承认自己是弱者，因此不能承认自身为性犯罪的被害人。⑥ 这种对男性“强者”形象的塑
造，在维护男性社会地位优越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女性和边缘男性（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ｎ）的从属地位。⑦ 而
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男性也是性侵受害者”的理念借助网络媒体得到广泛传播。一些男性开始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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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气（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①的枷锁，打破“男性不可能被强奸”的落后观念，②勇于说出被害经历，正视自
身的性权利。总之，在对男性性权利观的纠偏中，性侵男性行为的法益侵害性逐渐得到关注与探讨。

女性主义理论推动了女性性权利的重构。女性主义理论对男权主义贞操观进行了质疑③，对“女性
性权等同于夫权”的观点进行了全面否认，并重新构建了以女性自身感受为核心的性权利观。在对旧权
利观的解构之下，一些侵犯“夫权”的行为不再被视为性犯罪，而属于道德问题。例如，“和奸罪”和“通
奸罪”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废除。在新权利观的建构之中，以往不被视为性犯罪的行为，开始成
为刑法评价的对象。例如，原先不被认为构成强奸罪的“半推半就”式性交，在采取新型性同意模式的国
家，已开始受到刑法规制。④ 曾被认为是合法的婚内强制性交行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被视为犯罪。⑤
总之，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妇女的性权利内涵逐渐从以“夫权”为核心，转移到以女性自身感受为核心。

（二）网络的平权效应：权力差距的弱化
网络的平权效应是指网络在权力平等化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效应具体表现在网络空间中，强者的

权力受到削弱和弱者的权力得到加强。性侵行为往往是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权力差距的表现形式，是
强权者对弱势者压迫的方式。⑥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在这种压迫下，被害人往往对受害经历保持沉
默，从而制约了刑法规范的实践效果。由此可以看出，网络的平权效应在直接促使个体揭露性犯罪的同
时，还从整体上提升了刑法对性犯罪的治理效果。

在前网络时代，悬殊的权力差距极大阻碍了被害人对性犯罪的揭露和控告。这种阻碍主要有直接
和间接两种方式：一方面，当性犯罪的行为人为家庭中的尊长、学校里的老师、职场上的上司时，由于被
害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行为人的牵制，因此在侵害发生后，在此重压之下的被害人往往难以对行为人进行
控告；另一方面，当双方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时，社会中隐形的权力压迫，也会间接阻碍被害人进行控
告。例如，对于弱势的女性被害人而言，文化中潜藏的“贞操”规训与“荡妇羞耻”（ｓｌｕｔ － ｓｈａｍｉｎｇ），往往
使得女性对报案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而这些观念，本质上就是男权社会对弱势女性实施征服和掌控
的手段。⑦ 在直接阻碍与间接阻碍的双重影响下，许多被害人只得被迫放弃对性自主权的维护，从而削
弱了刑法对性犯罪的治理效果。

互联网的普及开始扭转传统的权力关系，并削弱了弱势群体抗争的阻力。正如卡斯特所言，一方
面，全球已经围绕着“网络技术”展开了权力关系的网络化转型。在网络化的过程中，权力不再固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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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子实：《强奸罪入罪模式的比较研究———以德国〈刑法典〉第１７７条最新修正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３６ － ４９页。
参见冀祥德：《域外婚内强奸法之发展及其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４９４ － ５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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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琦：《“受害者原罪论”：性侵案网评中的符号暴力与舆论失范》，载《当代传播》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７７ －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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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网络中流动，因此，网络时代的权力开始由集中走向分散化。① 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也在借助网络技
术来获取认同。边缘化的人群可以通过网络通信软件搭建虚拟社群，共享互助信息，从而组织对强势权
力的抵抗行动，形成强有力的认同网络，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而抗争。

网络对强者权力感的削弱降低了维护性自主权的阻力。在物理空间中，权力的来源主要是财富的
多寡及职位的影响力。权威人士的所处环境、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因素直观反映了行为人权力的大
小，成为鲜明的阶级符号，并构成对弱者的压迫感。然而在网络空间中，权力的取得还可以来源于人的
交流能力、观点的感召力以及宣传能力。② 因此，一个在物理世界中有权力的人，可能由于缺乏这些技
能，在网络空间中不一定能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同时，彰显其身份地位的阶级符号，在隔空交流中的意
义也明显消减。因此，在物理空间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行为人，在网络空间的权力感将大大变弱。

网络对弱势者的赋权增强了其维护性权利的动力。在网络中，被害人更愿意共享经历，更便于互帮
互助。一方面，网络赋予了被害个体更多的权利。网络对人的心理具有去抑制效应，在这种可进行匿名
表达的空间中，被害人得以和熟人社会相脱离，减少了“自我暴露和表达带来的脆弱感”。③ 当这些表达
得到他人的点赞与转发后，被害人将进一步消弭性羞耻感，从而更加积极地进行“发声”，而这种发声本
身就是构建权力的一种方式。④ 例如，在网络话题中，参与者通过匿名共享被害经历，鼓励了更多沉默的
被害人积极发声，极大增强了被害人群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网络整合了个体的权利。虚拟社群通过
打造一种想象的共同体，⑤使得同为被害人的社群成员在共享有意义信息的同时，还能共同提出主张与
诉求，让个体得以便捷地获得信息、资源和心理支持等各方面的支援。总之，网络通过对弱势个体进行
赋权，深度挖掘被害人的力量；再通过对个体权利的整合，充分凝聚各方的力量，以对强势的行为人进行
抗衡。

三、网络时代下性自主权侵害风险的升高
步入网络时代后，人们的性自主权所承受的侵害风险大幅提升。网络时代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大

变革的时代，亦是一个各种风险层出不穷的时代。⑥ 不同于前网络时代社交活动的固定与经济生活的单
一，网络时代的交往方式逐渐异化，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因此，人们的性权利观在不断进步的同时，
性自主权受到侵害的风险也空前增长。而这一现象，可归因于网络对风险的创设作用与扩张作用。

（一）网络对风险的创设：性犯罪方式的增加
网络开创了性犯罪的新方式，创造了全新的侵害风险。网络技术的兴起与普及，已经从根本上突破

了个体行为的空间限制，为性犯罪行为提供了全新的场域。而在这种带有虚拟性质的网络社交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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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闫婧：《权力的网络化及反权力网络的建构———卡斯特“权力的网络理论”的阐释与批判》，载《国外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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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载《浙江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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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由于其自身的心理特征，其性自主权更容易受到侵害。
前网络时代，由于通讯设施和科技的局限，社交活动的范围也受到极大限制。在即时通信技术普及

之前，人们虽然也可以利用书信、电报与陌生人进行隔空交流，但这些方式显然并非是主要的社交方式。
多数人的社交活动仍以熟人社会为基础，在与亲朋好友的直接接触中进行。在这种传统的交往方式之
下，人们受性暴力侵害的风险较小，主要可归结于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传统社群对陌生人具有高度
的警惕。在前网络时代，由于陌生人的出现极易引起社区的警惕，加之儿童、少女等弱势群体受到的监
管与保护相对严格，陌生人与这部分群体之间的异常举动，往往受到高度关注与限制。因此，儿童等群
体遭受陌生人诱骗、胁迫，继而遭遇性犯罪的可能性较低。其二，物理空间中社交的阻力较大。在物理
空间中，单次社交活动对象极为有限，而当行为人意图骗取他人信任时，需要在行为举止、动作表情上加
以精心调整，在试图施加性暴力时，需要伺机等待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因此，在物理空间中实施性侵的
时间与精力成本较高，难度较大。

进入网络时代，性犯罪行为方式呈现复杂化趋势，致使人们的性自主权受侵害的风险大幅提升。而
正如麦克卢汉所推论出的原理，“任何媒介施加的最强大影响，就是改变人的关系与活动，使其形态、规
模和速度发生改变”，①利用视频聊天软件实施隔空猥亵等网络性犯罪的行为，也在网络时代横空出世，
使个体的性自主权暴露在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具体而言，这种异化后的社交具有三种特征。第一，交
流的快捷性。行为人可以在短时间内与数十人同时进行交流，并且在沟通内容与技巧方面，无须大量的
构思，仅须简单的重复，即可达到迅速诱骗儿童的目的。第二，身份的虚幻性。隔空交流抹去了传统交
往中内容丰富且必要的因素，比如目光接触、面部表情、二者间距、语音声调等，②剥夺了人们在物理空间
交往中可以得到的多层次的感知，使得原本丰富的体验变成简单的信息叠加，③致使儿童轻易地沉浸于
行为人提供的片面、虚假信息之中，丧失对对方身份的精准判断能力。第三，时间地点的随意性。在隔
空猥亵中，只要有网络与终端的存在，行为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与被害人交流。因此，儿童无论是在学校
还是家中，甚至与监护人同处一室，都可能遭受言语诱骗。总之，在这种颠覆传统交往速度、信任难度与
时空限制的新型社交方式下，陌生人的出现已经无法触发社群的警惕，骗取儿童信任的难度大幅降低，
针对儿童实施的“隔空猥亵”犯罪行为与日俱增。对此，国际劳工组织还采用了ｏｎｌｉｎｅ ｇｒｏｏｍｉｎｇ这一术
语，以定义“亲自或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数字技术与儿童建立关系，以便与儿童进行在线或离线性接触的
过程”，④旨在加强社会各界对这种新型性犯罪方式的关注，并采取措施加强对儿童性自主权的保护。

（二）网络对风险的扩张：性犯罪诱因与动机的强化
网络增强了性犯罪的外在诱因和内部动机，极大地增加了侵害风险。网络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并不

是犯罪的原因，只是犯罪的催化剂。具体而言，网络对犯罪信息的高度集中作用，为实施性犯罪汇集了
大量的外部诱因；性犯罪行为与牟利行为的深度结合，强化了部分人员实施性犯罪的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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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网络时代，被害人接触的色情信息极为有限，色情产业链也较为局限。一方面，人们接触到的
性犯罪外部诱因相对较少。受传统传播媒介的限制，人们只能以较高的成本，从有限的刊物、影视中接
触少量的性暴力内容。在此种情形之下，色情暴力信息对性侵行为的刺激极为有限。此外，当时的色情
产业链结构相对简单，主要遵循“生产—销售”的线性模式，“制作者”与“观看者”角色分明，界限清晰，
观看者不可能越过媒介，直接参与到性犯罪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人们为牟取利益而实施性犯罪的内
部动机也同样受到限制。受摄影及制作技术的限制，色情内容的制作过程通常不会构成对他人性自主
权的侵犯，因而色情产业与性犯罪之间的直接关联并不显著。该时期人们实施性犯罪的目的，往往限于
满足自身的变态性欲，而非牟取经济利益。

步入网络时代之后，在外部性暴力诱因与内部盈利动机的双重刺激下，大量性犯罪随之出现。一方
面，网络为性犯罪的实施汇集了大量的外部诱因。第一，高度自由的网络扩大了色情暴力信息流动的渠
道，刺激着部分人员的变态性欲。网络色情已经对人们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视频、图片、文字等
多种形态的色情内容，在互联网上无孔不入。① 在这些色情内容中，性骚扰、性暴力与性乱伦等不健康信
息不在少数，不断刺激着部分人群的变态性欲，扭曲着未成年人的性观念。调查研究表明，普通未成年
人在小学阶段接触网络色情信息的占４３． ６％，初中阶段的占４６． ３％，高中阶段的占１０． １％。② 在这种高
接触率之下，不健康的色情信息也在不断地模糊着青少年对健康性行为与性犯罪行为的理解，降低了他
们对非法性行为的评价标准，并直接为他们提供了性犯罪的行为模式及模仿范本。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青少年性犯罪日益呈现出数量增长、手段成人化的趋势，④逐渐成为网络时代犯罪治理的突出问题。
第二，暴力色情产业的开放化不断诱使更多人直接参与到性犯罪的实施中。例如，在一些色情网站的
“视频定制”项目中，客户可在网站上发布性侵任务，付费定制性犯罪视频。行为人可“领取拍摄任务”，
根据客户要求实施性犯罪，以换取报酬。在这种项目的刺激下，“制作者”和“观看者”身份的日趋混同，
原本被动的观看者可以轻松打破媒介的阻隔，以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策划性犯罪，成为性犯罪的教唆
犯，从而导致性犯罪行为的主体扩张。

另一方面，网络为性犯罪的实施带来了充足的内部动机。性犯罪行为内部动机的增强，主要源于可
得经济利益的提升。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摄像设备、传播技术的突破，强制猥亵他人等性犯罪影像被
大量制作与传播，而一部分人群窥探性犯罪过程的变态性需求，也借助网络得以呈现。在“供给”端与
“需求”端的双向牵引之下，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开始在公共场合实施猥亵行为，并进行录制与传播。例
如，根据媒体调查，在东亚地区的公共场所中，针对女性的猥亵和偷拍行为正逐渐增加，其中一些行为已
经构成了犯罪。而这些影像最终被贩卖至色情网站，转化为经济利益，并驱使更多本不具有猥亵意思的
人员加入“地铁痴汉”的行列，实施猥亵行为。⑤ 总之，在庞大需求的刺激之下，以牟利为目的的性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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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斌志、赵茜：《我国青少年网络色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前沿》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５ － １０４页。
参见李守良：《论网络色情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和治理对策》，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２２

－ ２８页。
参见罗嘉亮：《论色情文化视角下的青少年性犯罪》，载《学理论》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１６０ － １６１页。
参见丁莉、田莹莹、杨若楠等：《基于性教育缺失下的青少年性犯罪分析》，载《家庭科技》２０２０年第９期，第２７ －

３０页。
２０２３年６月，ＢＢＣ中文网发布了一部名为《追查“痴汉”———谁在售卖偷拍的影片》的纪录片，讲述了东亚女性在

公共场所被猥亵并偷拍的现状。关于纪录片的介绍，参见梅珍里：《偷拍黑产：只抓到偷拍者，远远不够》，载澎湃新闻网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３４９１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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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益增多，性自主权承受的风险也日益扩张。

四、网络时代下性犯罪刑法规制的回应
面对网络时代性犯罪法益及外部风险的变化，我国的刑法规制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总体而言，网

络的普及对性自主权法益的保护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积极作用方面，通过网络对性别平等观念
的传播以及权力差距的弱化，立法机关发现了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从而对刑法进行修改，以填补性
自主权保护的漏洞。具体而言，历次的刑法修正案通过对强制猥亵罪刑法条文的修改，以及负有照护职
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使得男性及弱势少女的性自主权保护缺漏得到填补。在消极作用方面，网络在创
设新型性犯罪风险的同时，也扩张了既有的性自主权侵害风险，从而使性自主权的刑法保护问题成为全
新的课题。在此情形之下，“猥亵”行为司法解释的扩张以及一系列性犯罪法定刑的加重，成为性自主权
保护新挑战的应对之法。

（一）性别平等的回应：猥亵男性行为的入罪
《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２３７条的强制猥亵罪，将该行为的犯罪对象由单一性别扩大至

全部性别。从此，强制猥亵男性的行为进入该罪名的评价范围。
强制猥亵罪的修改是对网络时代下性别平等保护要求的回应。法条修改之前，该罪名是刑法男性

中心视角的直接体现，也即性犯罪的实行犯只可能为男性，被害人也仅限为女性。然而，如前文所述，由
于网络时代对性别平等观念的强化作用，这种男性中心视角的立法模式已经落后于公民性权利观的变
迁，更无法匹配实践中多样化猥亵行为对刑法的需求。在此驱动下，强制猥亵罪的最新修订加强了对男
性性自主权的保护力度。根据原条款的规定，强制猥亵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的
行为，而在刑法修订后，强制猥亵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变更了该罪的构
成要件。从此，本罪的实行犯与被害人性别不限，换言之，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以及女性对男性的强
制猥亵（包括阴道性交）行为，都可以构成强制猥亵罪。

尽管法律条文的修订旨在对男性中心视角进行纠偏，但司法实践的现状仍然暴露出性别平等保护
理念在我国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对北大法宝案例库进行检索，收集了４４个强制猥亵男性（不含男童）的
案例，并发现样本中未明确存在女性罪犯。具体而言，８６％的案件的罪犯明确为男性，其余案件的行为
人性别不明（见图１）。由此可见，虽然强制猥亵罪的修改对该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变更，对女性强制猥
亵（包括阴道性交）成年男性的行为进行同等规制。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公开、明确的女性强制猥亵
１４岁以上男性的案例。

图１　 被告人的性别

　 　 笔者认为，相关判例的缺失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男性被害人由于误认为该行为不构成对性自主权
的侵犯，或者对于受女性强制猥亵的被害事实具有强烈的羞耻感。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在侵害发生后
选择隐瞒被害经历，没有向司法机关主动寻求救济。第二，在侵害发生后，被害人虽然就犯罪事实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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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报案，但相关司法机关仍旧根据以往经验，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认为该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过于轻微，缺乏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因此没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第三，在１４％罪犯性别不明
的案件中，存在女性强制猥亵男性的案件，但罪犯的性别未被明确披露；或者在４４起案件之外，仍存在
该类案件，但是出于保护隐私等原因，没有被公开。

此类判决的缺失还存在一种推测，即由于男女生理构造的差异，迄今国内尚未有女性对男性实施过
强制猥亵的行为。换言之，上述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发生。笔者认为，该情况并非相关案例缺失
的原因。美国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大量男性具有遭受女性性侵的经历，包括被迫插入他人（‘ｍａｄｅ ｔｏ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ｓｏｍｅｏｎｅ ｅｌｓｅ）等犯罪行为。其中，５８％的被害男性还在性侵中遭受了女性的殴打、击倒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ｄｏｗｎ）等暴力行为。① 在英国，不少男性也具有遭受女性性暴力的经历，包括在暴力、胁迫或被
灌输药物及酒精的情况下，被迫与女性性交，并造成生殖器损伤、药物酒精中毒与心理重创等危害后
果。② 由此可证明，虽然男女在生理上存在差异，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女性同样会产生变态性欲。正是基
于对这一事实的考量，我国的立法机关在修改法条时，也为女性强制猥亵男性的行为预留了规范的空
间。

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尚未出现公开、明确的女性强制猥亵成人男性的案例这一现象，仍在很大程度
上证明了性别平等理念的局限性。女性强制猥亵男性行为的定罪量刑，既不具有法律上的障碍，也不存
在证明上的困难。因此，司法实践与刑事立法的龃龉，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部分被害人和司法人员在观
念上的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也从整体上反映了部分人群对性自主权内涵理解的偏狭，并直接影响了
该罪名的司法效果。通过强制猥亵罪立法与司法上的矛盾，我们可以感知到当下的性犯罪法益的内涵
仍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依旧在前网络时代较为落后的男性中心视角，与网络时代较为先进的性别平
等视角之间拉扯。而这样的矛盾与拉扯，正是我国刑事立法活跃期的必然经历与真实写照。

（二）平权效应的体现：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设立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立法机关增设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根据此罪的规定，对已满

１４岁，未满１６岁的未成年女性（以下简称“少女”）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与被监护少女之间发生的性行为，无论是否违背少女的意志，皆构成犯罪。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设立是网络平权效应的体现。一般认为，“鲍某性侵养女”的网络事件
对该罪名的增设具有直接的影响。在２０２０年４月发生的“鲍某性侵养女”的事件中，律师鲍某以“收养”
名义与一名少女取得接触，而后双方以养父养女的身份共同生活，且长期发生性行为。而如前文所述，
网络下的平权效应使得强势者鲍某的权力在网络空间维度扁平化的同时，也赋予了弱势少女更大的权
利。借助网络，少女以受养父鲍某性侵为由，对鲍某进行控诉，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极高的关注度。虽
然最终的调查结果表明鲍某无罪，③但是该事件也暴露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等弱势方性自主权保护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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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鲍某某涉嫌性侵案调查情况》，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２０２０年９
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ｓｐｐ ／ ｑｗｆｂ ／ ２０２００９ ／ ｔ２０２００９１７＿４８０２２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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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引起了人们对此类性行为性质的激烈争论。事实上，早在“鲍某性侵养女”事件发生之前，“房思琪
式的性侵”①早已引发了人们对实践中此种危害行为的隐忧。如何保护身心尚未健全的未成年人免受隐
形强制力的压迫，从而接受看似“自愿”、实则具有剥削本质的性关系，对刑事立法提出了新要求。“负有
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设立，则对公众在“鲍某性侵事件”中的立法呼吁进行了回应，对强势者的权力
滥用在物理空间中进行了一定的约束。从这个角度看，该罪名的设立受到网络平权效应的影响，并为物
理空间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周全的刑法支持，从而形成了网络效应与刑法立法的良性互动，让未成年
人的性自主权获得更加充分的保障。

然而，实践中由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仅仅规制男性照护人员性侵少女的行为，因此女性
照护人利用权力优势与少男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评价。但是女教师利用优势地位与未成
年男性进行的性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性剥削，理应受到与性侵少女的男教师同样的刑罚。

如何对女教师性侵行为进行规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虽然也具有争议，但也存在不少共识。研究表
明，女教师的变态性欲对被害学生造成的影响与乱伦类似，将导致学生缺少信任，不相信权威，难以建立
亲密关系，对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② 基于这样的共识，很多地区的刑事立法并不将女性排除在相
关罪名的犯罪主体之外。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第２２８条“利用权势性交罪”、③《日本刑法》第
１７９条“监护人猥亵及监护人性交等罪”④以及英国的《２００３年性犯罪法案》第１６条的“滥用信任地位与
儿童发生性关系”，⑤都没有对行为人与被害人的性别进行限制。而在２０２４年５月英国曼彻斯特警方通
报的一起性犯罪中，女教师性侵两名男性青少年学生并导致自身怀孕、分娩的行为，最终被法院以滥用
信任等罪名被判有罪，⑥也体现了国外司法实践对性别平等保护理念的落实。

在此问题上，我国刑法对男性权利的忽视，也反映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局限性与性别平等保护观念
的不彻底性。该法条对被害人的性别设限，再次体现了立法者的男性中心视角的思维范式；而这种性别
不平等的立法思维，则直接造成刑法对男性弱势群体性自主权保护的局限性。可以说，不但当前的司法
实践难以突破“男性才能成为性犯罪的实行犯”的观念，刑事立法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改革，也尚未渗透到
所有的性犯罪刑法规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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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林奕含在由其自身经历写就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讲述了一段教师利用少女的无知与崇拜，引诱
少女与之进行性行为的故事。故事中的少女在教师言语魅惑之下，纠结地接受了与教师的长期性关系，但在意识到该行
为的性侵本质后，饱受心理与精神折磨，最终彻底发疯。本书于２０１７年出版后即在中国广为流传，作者也于当年自杀身
亡，引起国内舆论对于这种特殊形态性侵的关注。书中男教师的这种利用影响力对未成年人实施性剥削的行为，也被称
为“房思琪式的性侵”。

［美］詹姆斯·努尔：《教师不当性行为的引诱模式及预防研究———以女教师性侵学生为例》，陈波译，载《青少年
犯罪问题》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５ － １３页。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２２８条“利用权势性交罪”规定：“对于因亲属、监护、教养、教育、训练、救济、医疗、公务、
业务或其他相类关系受自己监督、扶助、照护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日本刑法》第１７９条“监护人猥亵及监护人性交等”罪的第２款规定：“对未满１８岁受害人负有现实监护职责的
行为人，利用其影响力实施性交行为的，按照强制性交罪进行处罚。”

Ｓｅｘｕａｌ Ｏｆｆｅｎｃ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３ § １６．（注：英国《２００３年性犯罪法案》，第１６条。）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ｆｏｕｎｄ ｇｕｉｌ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ｓｅｘ ｏｆｆｅｎ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ｗｏ ｐｕｐｉｌｓ，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ｙ． ３０，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ｍｐ． ｐｏｌｉｃｅ．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ｇｒｅａｔｅｒ －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４ ／ ｍａｙ ／ ｓｃｈｏｏｌ － ｔｅａｃｈｅｒ － ｆｏｕｎｄ － ｇｕｉｌｔｙ － ｏｆ － ｃｈｉｌｄ － ｓｅｘ －

ｏｆｆｅｎｃｅｓ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ｔｗｏ － ｐｕｐｉ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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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性犯罪行为的应对：“猥亵”的扩张解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规定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
为”，或者“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实施这一行为的，可以构成刑法第２３７条的“强制猥
亵罪”或“猥亵儿童罪”。据此，“隔空猥亵”正式被解释为一种“猥亵”方式，开始受到刑法的规制。

我国刑法中“猥亵”概念的扩张解释，是对网络时代下新型性犯罪行为的应对措施之一。正如前文
所述，摄影与通讯技术的革新创设了一种全新的“隔空”社交模式。在这种“隔空交流”中，人们尤其是未
成年人，比在物理交流中更易沦为陌生人满足自身变态性欲的工具。在相关司法解释颁布之前，由于各
个地方法院对利用网络实施猥亵行为的观点存在极大的差异，故“隔空猥亵”行为往往难以被认定为犯
罪。而将“猥亵”扩张解释之后，刑法扩大了对性自主权的保护范围，也顺应了网络时代下防范性犯罪风
险的新需求。

然而，“隔空猥亵”行为的定性仍存在较大争议。第一，法院对“隔空猥亵”的行为方式解读不一。比
如，在何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被告人在微信聊天或者线下见面的过程中，多次将其拍摄的生殖器照片
或其他淫秽视频、照片传送给三名被害儿童，这一行为最终被认定为猥亵儿童罪。① 事实上，根据司法解
释，“隔空猥亵”是指行为人以特定手段，使得被害人性隐私部位暴露于网络的行为。而何某的行为并非
索取被害人的性隐私影像，反而是向儿童暴露自身性隐私部位（如阴茎），以满足自身的变态性欲，因此
并不完全符合司法解释对“隔空猥亵”的定义。可见，地方法院对“隔空猥亵”的理解与司法解释存在差
异。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在物理空间中向儿童裸露阴茎的行为，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通常会被认定
为猥亵儿童罪。有鉴于此，在后续的刑法解释中，出于对法秩序统一性的维护，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可以
扩张“隔空猥亵”的行为类型，以规范行为人在网络空间中向儿童露出性器官且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行
为。第二，“隔空猥亵”行为的侵害对象存在争议。实践中，胁迫成年人在网络中暴露性隐私部位的行为
并不少见，然而，司法解释将“隔空猥亵”行为的侵害对象限制为未成年人，则直接导致成年被害人难以
直接适用“隔空猥亵”行为的司法解释以维护性自主权。为了解决该问题，一些地方法院也开始扩张司
法解释的范围，将成年人纳入“隔空猥亵”条款的保护对象。例如，在那某强制猥亵、侮辱案中，法院认
定，被告人强迫成年女性发送裸照和裸体视频的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② 该判决进一步扩张了“隔空猥
亵”条款的适用对象，从而完善了对成年群体性自主权的保护。笔者赞同法院的观点，认为在影像性剥
削频频发生的网络时代，采用积极的刑法观以适当扩大强制猥亵罪的打击对象，符合网络时代下对性犯
罪风险进行防范的迫切需求。

（四）高侵害风险的对策：性犯罪法定刑的加重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来，立法机关通过对刑法的历次废除和修订，以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逐

步加重了性侵儿童犯罪的法定刑。从此，奸淫具有特殊经历幼女的行为、奸淫低龄幼女的行为与部分猥
亵儿童的行为，都将受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刑罚。

我国性犯罪法定刑的加重有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间接加重是指通过删除罪名，使得相应的侵害
行为受到更重的处罚。《刑法修正案（九）》删除了原《刑法》第３６０条第２款的嫖宿幼女罪。自此，与任
何幼女性交的行为都将以强奸罪论处，并从重处罚，这无疑加重了对与幼女进行性交易行为的刑罚。直

０８

①

②

参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２０２３）鄂１０刑终６８号。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内０５２１刑初６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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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加重是指直接修改特定罪名的法定刑，或者增设法定加重情节。《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猥亵儿童
多人或者多次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和“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纳入法
定加重情节，从而使得部分猥亵儿童行为的刑罚大幅提升。同时，该修正案增设了《刑法》第２３６条强奸
罪的加重情节，奸淫不满１０岁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行为开始适用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

加重性犯罪的法定刑是为了应对性自主权的高侵害风险现状。正如前文所述，自步入网络时代以
来，实施性犯罪有了更加复杂的诱因，人们尤其是女童的性自主权也更容易受到侵害。在这样的社会背
景下，公众对性犯罪刑法产生了重罚化的需求。诚如学者所言，“在价值多元化、失去共识的社会中，对
自己或许会成为被害人的不安感以及对被害人（遗族）的舆论的共鸣，导致意图将犯罪者从社会中加以
排除”。① 此种重罚化需求的出现可以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公众在网络时代具有强烈的“性自
主权焦虑”。家长面对未成年子女的性自主权可能被不特定人侵犯，且受侵害影像可能扩散至不特定多
数人的局面，形成了强烈的“性自主权焦虑”。而这样的焦虑，则直接转化为对性侵儿童犯罪行为重刑化
的诉求。另一方面，公众在网络时代更容易对性犯罪被害人产生情感共鸣。通过网络媒体或被害人对
案件的详细报道或陈述，公众更倾向于共情以往被忽视的群体，包括具有从事性交易经历的幼女、被以
非传统性交方式强制猥亵的幼女等。例如，２０１９年的“王某某性侵幼女案”经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让
公众产生了对被害幼女的强烈同情，并提出了“猥亵儿童罪刑罚过轻”的质疑。② 而公众的情感与诉求也
对《刑法修正案（十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猥亵儿童罪增设“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法定加重情形。在诸如此类的网络事件中，群体情感共鸣所形成的影响力，与信息闭塞的前网络时代已
不可同日而语。总之，网络时代下焦虑与共情的交织，使得人们产生了加重性犯罪刑罚的高度期待。近
年来，我国刑法对部分性犯罪法定刑的提高，则是顺应了这种公众的期待。

结　 语
在网络时代，性自主权的内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变迁所带来的风险，是

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立足于宏观视角，对网络时代性犯罪法益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从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到权力差距的逐步弱化，我国性自主权的内涵逐步实现了开放与平等；从
网络新型性犯罪的横空出世，再到性犯罪外在诱因与内部动机的激增，我国公民的性自主权也正承受着
越来越多的外在风险。在这些新趋势的影响下，性犯罪刑事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实践中的新需求也
进行了逐一的回应。立法上猥亵男性行为的入罪、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设立，性犯罪法定刑的逐
步加重，以及司法上“猥亵”行为的扩张解释，无不体现了我国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对性犯罪新变化的
深刻认识。

可以预见的是，我国性犯罪的刑法规制将持续保持活跃状态。相较于我国，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刑法
已经增设更多的新罪，以规范愈发猖獗的新型性犯罪。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的刑法于２０２１年新设的“窥
淫罪”，日本刑法于２０２３年设立的“性姿态拍摄罪”等，都将拍摄、传播他人性隐私影像的行为纳入刑法
打击的范畴，以应对法益侵害风险激增的现状。同时，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正在从网络时代大步

１８

①

②

玄守道「近时の刑事立法に
対

する批判的
検

讨———何が問われているのか？」立命馆法学３２７·３２８号（２００９年）
２０７０页以下。

宋杰：《王振华猥亵女童案冲击波》，载《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３０ － 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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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元宇宙（ｔｈｅ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时代。在这种虚幻与人类感官进一步模糊的时代中，性自主权必将再次面临
全新的冲击。① 置身于高度全球化的社会之中，国外司法实践面临的新问题，也极有可能成为对我国刑
法的考验。因此，我国的性犯罪刑事立法应密切关注国内外性犯罪的新动向，从而更好地应对新时代下
的新型性犯罪。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ｒａ

Ｃｈｅｎ Ｋｅｑｉａｎ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ｎ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ｎｅｗ ｒｉｓ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ｎｅｗ ｗａｙ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ｉｎｄｅｃ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ｓｓａｕｌｔ ｂ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ｅ，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ｃｅｎ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ｌｖ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ｏｆｆｅｎ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ｆｏｒｃｉｂｌｙ ｍｏｌ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ｓｓａｕｌｔ ｂ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ｅ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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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著名的“元宇宙性侵第一案”中，一名玩家在元宇宙游戏ＶＲｃｈａｔ中进行ＶＲ睡眠时，遭受了其他玩家虚拟性猥
亵。目前英国警方已正式对此立案，而这也是警方对于元宇宙中性犯罪行为的首次调查。参见刘永强、樊祜玺：《可能与
现实：元宇宙技术下的网络隔空性侵问题研究》，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５期，第１７２ － １８３页。


